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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目：現代民主政治個人讀書心得報告

書名：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

指導老師：王錦雀

系級：科技97乙

小組：螢光
學生：顏子軒

學號：493712157

德意志本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土，一八○六年神聖羅馬帝國因受拿破崙的侵略，由於德意志在事實上及名義上，都變成許多國家。這些小國在政治體制上，一直都是君主專制政體。即使普法戰爭的結果，由普魯士統一了德意志，並於一八七一年制定憲法，改稱德意志帝國（das deutsche Reich,1871-1918），卻仍然是個專制的國家。到了一九一四年歐洲發生大戰，卒使德國因外戰而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發生革命，改國體為共和，德國政治民主化的制度方才漸萌。是故直到第一次大戰末期前，德國政治生活的特色，乃在於專制的政體。

一個人要創造歷史，固然不易，卻絕對可以向歷史學習；了解為政之道，當如何配合一偉大民族的發展途徑與歷史命定而行

德國歷史的創造，俾斯麥是其中主要角色，就是他發動了德國的巨輪，開向經濟現代化與社會政治變革的大道。

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，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。德國所指望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，而是他的武力！ 

俾斯麥講的「鐵和血」，不是別的，就是指「武力」和「軍人的鮮血」，也就是用武力解決當時的德國問題。為了強大軍力，為了能快速採取軍事行動，俾斯麥對國內採用高壓的統治手段，一腳踢開議會，把反對黨非法化；對外則發動戰爭，打敗奧、法等強國。俾斯麥成功的統一了德意志，讓當世人對他萬分畏服。俾斯麥認為：“對於一個外交家來說，最大的危險就是抱有幻想。”他多次闡發自己的外交觀點，認為普魯士的外交政策不能死守正統。俾斯麥有著與眾不同的外交風格和個性:他善於隱藏自己的意圖，善於利用敵人營壘中的矛盾，善於玩弄外交手腕。

在此先簡續他的從平凡的農家子弟到國家的領導者

青少年時期 

       俾斯麥，全名奧托．馮．俾斯麥(Bismarck Otto Von)於1815年4月1日在距柏林西部100公里處,易北河北岸的興奧森小鎮出生。其家族是傳統的大容克地主,擁有幅員甚廣的土地和庄園。 

俾斯麥父親23歲退役後,返回農庄生活,由於他是一位貴族,所以一切的工作都交由僕農去做,自己則終日無所事事,唯一的娛樂便是與其他貴族一起獵。35歲時娶了當時僅僅17歲的妻子,即是將來俾斯麥的母親。 

俾斯麥的母親出身自資產階級的家庭,加上她居住在市區,所以思想較為開放,不像其父那樣守舊。俾斯麥母親共生養了6個孩子,其中三個不幸夭折,剩下比俾斯麥年長5歲的哥哥、俾斯麥及一個妹妹。 

俾斯麥父母親對俾斯麥的期望都截然不同。俾斯麥父親希望兒子成為一個出色的軍人,為國家效忠。但是,俾斯麥母親則期望兒子成為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家,出人頭地。雖然俾斯麥雙親的期望截然不同,但俾斯麥都可一一達成。 

當俾斯麥一歲時,全家遷往柏林東北的庫寧堡繼承一塊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,所以俾斯麥對故鄉興奧森沒甚麼印象。 

8歲時,俾斯麥被送往柏林小學讀書。這是一所處於市區的小學,大部分的學生都是新資產階級的孩子,對於一個大容克地主的兒子可謂罕見。因此,他不斷被同學排擠,令他的童年生活充滿著痛苦與壓力。 

12歲時,俾斯麥入讀了母親所選定的中學,但中學的生活並未為俾斯麥帶來一線希望的曙光,他仍然受到同學排擠。但俾斯麥表現了自學的一面，在中學時期，除了學會英語、法語外，還學了俄語，對波蘭語、荷蘭語亦不陌生。為俾斯麥後來成為一個卓越的外交官打下鞏固的基礎。 

另外，俾斯麥曾學習希臘、古羅馬、德意志及英國的歷史。 

當俾斯麥不滿17歲時，便入讀了當時比較有名氣的哥廷根大學，然而，大學時期對俾斯麥而言，就是一場漫長的「刑期」，因三個學期中，大部份時間都在學校的禁閉室中渡過。俾斯麥的好友馬特利曾這樣描述過俾斯麥的大學形象。 

“他身材高瘦，還沒有完全發育成熟。我不知道他的衣服到底是什麼樣式的，因為上面沒有衣領，也沒有紐扣，也沒有顏色。下身穿著一條肥大的褲子，皮鞋後跟釘有鐵釘，並且有馬刺。他的襯衣上不打領結，領子也是敞開的。他的頭髮特別長，一直垂到肩頭，而且還留著八字鬍。……他的腰間總是掛著一把長劍。” 

俾斯麥在大學不僅腰間佩劍，還經常牽著一隻大狼狗。俾斯麥的劍術比較高明，在大學留下了「輝煌記錄」，在27次與人比劍中，只有一次戰敗，而這次的戰敗令他留下一條由鼻頭到右耳的長疤痕，據說共縫了14針。

在哥廷根大學時期中，根本無心向學，甚至連一名合格的學生也稱不上，更染上很多惡習。 

在哥廷根大學「服刑」完畢後，便與同窗好友馬特利一起轉學到柏林大學，依然入讀法律系，但仍然一塌糊塗。 

雖然俾斯麥曾入讀哥廷根大學及柏林大學，但所學到的不多，卻染上了一身惡習。無論如何，俾斯麥畢業後，經過一輪補習後，便當上了律師。然而，律師這項職業並不適合俾斯麥，他認為律師只是在名片加上幾個名銜，他並不甘心，反而想出人頭地。於是，俾斯麥返回出生地興奧森，並專心準備考試。然而，這次考試非常成功，令俾斯麥在政壇的道路上踏出第一步。 

初涉政壇 

在21時，俾斯麥被派往德國西部的夏柏爾小鎮擔任書記員一職。夏伯爾小鎮既是一個旅遊勝地，又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小鎮，城內遍佈古蹟、溫泉。此外亦聚居了不少的法國和英國人。對俾斯麥而言，這可是適合不過了。 


當上書記員一職，社交場合是少不免的。一次，俾斯麥結識了一個英國名門拉塞爾家族的一位千金羅拉。他們很快便訂下婚約，這是俾斯麥第一次的婚約。在當時的歐美社會中，與上流社會的女兒結婚，必須準備一大筆金錢。試問一名小小的書記員又何來一大筆錢呢？於是，俾斯麥選擇了以賭博來「致富」，但他卻未想到「此路不通」。他不僅沒有掙到錢，反而令他欠下一筆巨債。後來，俾斯麥認識了一位三十多歲的女人，與羅拉的婚姻也就此結束。 

繼和羅拉分手後，他認識了一位牧師的女兒，他們很快便戀上對方，更訂下了婚約。這是俾斯麥的第二次婚約。但這次的結果卻未如俾斯麥的心願，當他們籌備婚後時，這位金髮美人被一個富有的獨有臂上校搶走。 

俾斯麥經歷過二度的挫折，心灰意冷，辭退了書記員一職後，背著1000多英磅的債務，返回家鄉。
農庄生活 

返回家鄉後，家道中落．頻臨破產。禍不單行，俾斯麥母親更患上不治之症――癌症，死時五十歲。家中的困境日益緊迫，他想出了一個權宜之計：將庫寧堡一分為二，由他和哥哥共同經營。此時，俾斯麥由小官吏搖身一變成為庄園主。 

俾斯麥根本不適合當庄園主，他還想出人頭地，令他心中產生一種苦悶及煩惱。於是，俾斯麥到了英國散心，自遊歷英國後，只要有時間，便到處遊覽，他的足跡遍佈了歐洲各主要國家。總之，俾斯麥並不喜歡庄園生活，希望在政壇上再次大展拳腳。 

1845年，俾斯麥的父親去世，他將庫寧堡租予別人，返回出生地，繼承興奧森的庄園。

再涉政壇 

返回興奧森不久，他便求得一官半職，當上了河堤監督官，這並不是一份好差事，反而是份危險的職務，但這正適合俾斯麥的好勝的性格。在這官職上樹立形象後，便抓緊機會參加議員選舉。可是，他被選為候補議員，但俾斯麥玩弄手段，迫使一位議員以患病理由退出，令他名正言順當上議員。1847年5月，33歲的俾斯麥當上柏林州的議員，這正是他踏入官場的第一步。 

俾斯麥人生的另一轉折，便是他的第三次婚約。他一改常態，一改往日放蕩不羈的性格，去迎合喬安娜的雙親。排除萬難後，終於，在1847年正式結婚。
蜜月旅行剛結束，國王強行將議會解散。
翌年，「1848年革命」浪潮席捲歐洲，普王被俘。俾斯麥並未遲疑，立即組織武裝，保衛國王，鎮壓革命。但他很快冷靜下來，明白單憑他的實力，難以成功，故此，他決定親身到柏林，打探虛實。途中，他遇上了威廉一世的妻子，她要求俾斯麥協助威廉一世稱王，但遭到俾斯麥拒絕。腓特烈．威廉四世成功把革命鎮壓下去。
大使生涯 

1851年，俾斯麥被任命為駐法蘭克福邦聯會議的普魯士代表，很快便提升為大使。在任職的八年中，他和上司雖無大衝突，但暗地裡，做些小動作，令俾斯麥有口難言。兩個人看似和平共存，實則水火不容的微妙關係，足足維持了八年。 

1857年，腓特烈．威廉四世中風，導致精神失常，無法親政，由威廉親王攝政。1861年，腓特烈．威廉四世逝世，威廉親王繼位，是稱威廉一世。 

威廉親王攝政後，立即召見俾斯麥，但並未如外界所言，將俾斯麥提升為首相，反而，委任他為駐俄大使。 

駐俄大使，一當便三年，其實有一半時間在旅遊或柏林中渡過。1861年威廉一世在擴充軍備方面，與議會發生嚴重分歧。只有陸軍司令支持國王，陸軍司令故將俾斯麥引薦予國王，但因內部和宮中的反對壓力，並未將俾斯麥任命為首相，只提升為內相。俾斯麥得知自己只提升為內相，於是遲遲不回國，最後連內相職務也失去。 

1862年春天，俾斯麥返回柏林，普王仍因內部壓力，並未將他提升為首相。俾斯麥使出「殺手鐗」，他向普王作出請辭，國王很快便作出答覆，普王將他任命為駐法國大使，這令俾斯麥氣憤難平，但俾斯麥還是繼續忍耐。9月普王就擴軍問題，而與議會爭持不下，於是陸軍司令促召俾斯麥回國。1862年9月23日，普王逼於無奈，將俾斯麥提升為首相。
俾斯麥傳奇的一生，所帶來的影響甚大。但他之所以能夠控制時局，呼風喚雨。究竟是「英雄造時勢」，抑或「時勢造英雄」？
俾斯麥的而且確促成了德國的統一，改變了歐洲的原有面貌，創造了新的「時勢」。但缺乏了當時1815的「時勢」，俾斯麥又怎可發揮其才能？故此，他的成就是時代造就的。
俾斯麥卻全靠三場對外戰爭來達成統一的大業，但這並不表示俾斯麥為一位好戰分子，這種說法並不公平。事實上，他只視戰爭為一種「工具」，一種協助統一的「工具」。當統一完成後，便將其棄之不顧，採用一種較「柔和」的手法來處理國際事務。他並不希望擴張殖民地，反而，只想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，去讓德國平穩地發展，令德國強大起來。

但這種「凱撒制」的統治，到末了仍被韋伯(Max Weber)蓋棺論定，譏諷為：「由一個天才進行統治，終於給德國政治帶來了巨大的不幸﹗」這又豈是德意志民族始料所及，所願意樂見的。

開國之初，日爾曼經濟首富的普魯士，政治結構卻極不民主……國家的經營大全都掌握在少數精英手裡，全面壟斷內政、外交、軍事……普魯士的國會是由一個三級選舉人會選出；代表權的成分、組織卻極端偏袒地主階級，因此絕大多數的主土小民，對國會的發言權因此極其低微……(節錄頁26)

跟許多打著民主為口號的開國政府一樣，不但不開放政治系統資源與眾人共享，讓這個新國家建立起來的基層民眾得到代表地位，反而助長一個只適合前朝舊世的過時權力結構，使其重心得力加固，為了讓自己的權力鞏固，自私自利的犧牲了全國人民的利益。

所謂「帝國公敵」，遂被他鎮壓；德國人民，則被他頻頻以教條洗腦，並利用民族主義情緒，轉避政治挑戰，將全體國民與「愛民、眷民」的國家結成一體，反對勢力與地方異議分子，都被他一一削弱剷除……德國統治階級遂運用拿破崙治術－一種綜合高壓安撫、一張一弛的手法：鎮壓異己、舉行公民投票，一方面向民主主義的前進主張讓步，從事社會立法，一方面又對外發動軍事冒險，轉移國內不滿的壓力與要求……(節錄頁49)

威權及轉移注意的策略，抗拒遲早要襲來的民主與現代化兩大力量，議會民主政治似乎還被視為妨礙了德國的發展，黨派作為合法利益代表的身分更不被正式。多管齊下獲得的成果，卻只是風雨欲來的短暫平靜；粉飾太平只顧一時，問題則被掃到地毯下藏垢，機鬱悶在心理發騷。俾斯麥的內政手法已經不再符合實際了，到了一八九Ο年際他個人固然去職，卻留給後人一個棘手的爛攤子罷了。
一八九Ο年代年間，德國進入了群眾政治的新紀元，不但有大規模的選民動員出現，政黨組織及選戰策略亦日見現代化，國事議題更成為選舉的重要話題。但是帝國議會本身的力量卻日漸轉弱。因此選票固然反應民心向背，卻絲毫不能左右國事的運作……工人、婦女、農民、國家主義者、反猶分子等等,略過正式政治管道，轉由壓力團體，開始公開言明他們的主張及不滿……(節錄頁94)

群眾政治化程度只要加深，他們的心聲也透過各種壓力團體及政黨管道得到更精確的表達，將他們的一票投給非主流的黨派或自組壓力團體；更有些直接採取罷工、抗議、示威、遊行，雖然高壓、操作的手段可以鎮壓住種種不安因素，但安定只是短暫的表象，反而犧牲了真正長程可以徹底解決的可能。

推其原由，肇始於德國人民「對一個傑出政治家的個性，毫無節制的景仰」，一味的容忍與承受，因此「使一個優秀的民族，毫無保留地犧牲了自己客觀的信念」。俾斯麥的傳奇，一言以蔽之，實際上是建立在習慣上聽命於他的決定的國民基礎上，「從而使產生洪堡和康德等這樣優秀人才的民族，喪失了自己的政治意志」。

俾斯麥晚年也後悔說：
我的靈魂有一份沈重的負擔。在我漫長的人生中，我沒有使任何人快樂過。我發動了三次戰爭，差不多有八十萬人因為我而死在戰場上，我使他們的寡婦、母親、兄弟為他們的死而悲泣痛哭。現在這一切就站在我和上帝之間。
「凱撒制」之所以落此下場，就在於德國人民對於俾斯麥一味的容忍與承受，屈服在他的「偉大個性和政治權謀」之下，不再進行獨立的政治思考，以爭取自身權利。也因為如此，導致俾斯麥拒絕接受在他之外存在任何獨立的權力。這意味著，在這樣的體制中，除了領袖自己以外，不允許存在任何根據自身責任來行動的人。

不可否認的，少數的德國人曾一度為自己的自由而抗爭，然終於在大多數人民的「容忍」之下煙消雲散。其結果，德國政治搖擺於人民的冷漠、政治市儈和工人階級的怨恨之間。而俾斯麥也因而能藉助習慣於被動服從，只一味容忍的大眾，透過「普選」，以「普遍公民權」為幌子，來獲得保守勢力的支持。

以此而言，積極的「寬容」，的確能使我們的社會持續的開放，能使一個領袖人物傾聽、接受他人意見，養成認真對待他人的美德，減少人類不幸與痛苦。而消極的「忍受」，卻很可能導致犧牲人民對自己個性的型塑，來成就領袖的個性崇拜。導致原是自由的動力，卻在不知不覺之中，蛻變成為自由的敵人。

面對著價值多元與歧異，不論其價值是道德的、宗教的、經濟的或是政治的，不同的價值中，都包含了社會成員各種不同的權力或利益。這些相互衝突的價值，無論在法律之外，或在法律之中，我們必須學會寬容，察納雅言，兼容並蓄，才能使我們的社會更人性化，更加開放，更為民主自由。
二十一世紀應當是民主在地球村取得完全勝利的世紀。不過村中家家戶戶面對的百年長路也不一定是完全畢直、完全平坦的。在中國大陸，只要專制主義還在，特別是專制主義加霸權主義一起存在，民主化的道路必然是荊棘滿途、風雨交加。當然，我們深信霸王卸甲、霸王別姬的日子一定會到來的。
